
 

 

今天还不存在一个“中国方案” 

秦晖 

 

摘要：我们拥有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超社会主义”的统治权

力，但很多时候连资本主义的责任也不愿意承担，也就是只有“次资本主义”的

责任。所以我们政府的“能力”当然强，它的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小到

可以不欲为就不为。今天的中国跟“苏联模式”渐行渐远，跟西方也没有走近，

跟当年德国的纳粹模式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中国方案”要讲独特性，那么

独特性在哪里？这的确是需要讲清楚，而且讲得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是

因为搞了这一套，使我们比别人要强。还要讲得让大家听了觉得“信服”，觉得

还是比较好的、值得学的东西。 

 

 

 

 

 

“中国方案”因为是在 G20经济峰会讲的，所以很多人理解为是一个经济上

的方案，实际上这个说法的涵义远远不止于经济。我们以前老是想学别人，不管

是学苏联也好，学西方也好，既使是当时讲“中国经验”，实际上也是把它理解

为一种转型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渐变要比剧变要好，我们没有搞休克疗法，

我们搞渐进式改革。或者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还是要转型，只不过我们认

为比他们稳重而已。 

即便只讲经济，如今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也有个相对而言的问题。我觉

得中国现在的经济毫无疑问是在恶化，与过去相比在恶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

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有些人还是有点自得其乐，因为全世界的经济也在恶

化。你要说对中国经济是乐观还是悲观，这看你以什么为参照系了。中国经济如

果跟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来讲，的确是风光不再，经济动力三驾马车、投资、消

费与出口，几乎都是衰落状态。经济史告诉我们，真正的产业革命，都意味着大

规模的资本更新，大投资不一定有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却一定有大投资，而且不

是人为的、政府印钞政府自己去投资，而是真正奔新产业的高效益去的民间大投

资。而中国经济现在恰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投资疲软，尤其是民营部门的投资极

其疲软。巨量超发货币却形不成有效投资，全都成了越来越危险的泡沫。电子商

务之类的确是经济亮点，但这类亮点远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的改善，我们的经济

的确是问题大了。 



 

 

但我们现在的领导比以前更自信，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疲

软的情况下，还能更自信呢？关键是 2008 年以后，全球的经济形势也一直不好。

这与 1930 年代有点类似。现在的研究表明，苏联在 1930年前后其实内部危机是

非常严重的，大饥荒、残酷内斗、杀人如麻。但它为什么能够持续下来，打赢二

战，还变成了超级大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碰到了 1929 年那个大危机。

西方当时一片箫条，而且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处处起火，对比之下实

际上就把苏联体制的危机给掩盖了。我觉得中国目前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国

的矛盾也很多，问题也很大，而且发展的黄金时代也过去了。问题就是西方现在

也不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外部挑战没有以前

那么严重，以至于领导人表现得很自信。这个自信说实在的，其实不是什么制

度自信道路自信等等，这些自信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把言论空间压缩成这样？

完全靠封住别人的嘴来强词夺理，这能叫真正的自信吗？有些人现在倒的确有

两个自信：一个是对钱自信，一个是对枪自信。这两个自信的确是有的。以前

我们对枪就自信，中国的镇压力量最强，说不过你，就不让你说，你奈我何？

但过去对钱是不自信的，总觉得自己是穷人，羡慕人家有钱，很多事还顾忌人

家的反应。现在对钱自信了，全世界的政府都没有我们政府钱多，什么事都可

以用人民币来搞定，财大气粗枪在手，还顾忌谁呀？ 

自信了以后，现在中国领导人也不想跟别人学了。的确，想跟别人学的人，

自由主义者和希望中国走改革转型道路的人，需要解释 2008年以来西方面临的

这些问题，并给出如何解决的一个答案。你不能说只要学就行。所谓的极化思维

和调和思维，我觉得倒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极化

的。如果只是说政府和市场的因素都有，哪个国家（可能内战或其他非常状态下

的某些国家例外）都是这样。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不算是最中庸的。既使在

西方，政府起的作用比中国更大的也有。讲福利国家，中国绝不是高福利国家，

讲市场，中国也不是自由市场。那么中国是不是很中庸？也不见得。如果你把“政

府的作用”分解为权力与责任两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中国政府权力之大，远远超

过西方那些号称“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要操心的高福利国家。而中国政府责任

之小，又远远超过号称“最好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的自由市场国家。也就

是说在“大（权力）政府”和“小（责任）政府”这两个方面中国都是走极端的，

一点也不中庸。市场也是如此，中国的市场可以最大程度地推卸掉政府的公共

服务责任（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同时却丝毫不能抵御严厉的政府垄断

和管制权力，从前一角度讲这种市场堪称世界上最有效的市场，从后一角度讲

它又是最无效的市场。所以，如果你只是把市场和政府作为一个轴线，中国既

不在两头，也不在中间，所以我觉得你很难说别人就是极化的，我们就是中间

的。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很不景气，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解释的，但是这里

没法展开。简单地讲真的是和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包括 2008 年的危机，和以

前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最近福山跑到这里来讲政府“能力”如何

如何，他很羡慕中国政府能力强。其实所谓的政府能力，有体制和财力两个方面，

在体制方面西方现行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和过去并无变化，为什么过去有能力现

在就不行了？其实从福山的话仔细一分析，他讲的其实就是政府的钱，所谓西方



 

 

的政府能力不行了，无非就是说西方现在高税收搞不成，高福利又压不下来，政

府权力很小，责任却很大，结果把他们搞得捉襟见肘，很是苦恼。 

而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是比他们更社会主义，也不是比他们更资本

主义，无非就是我们拥有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超社会主义”

的统治权力，但是只愿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而且很多时候连资本主义的责任

也不愿意承担，也就是只有“次资本主义”的责任。所以我们政府的“能力”当

然强，它的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小到可以不欲为就不为。我们政府钱

多，超有钱，横征暴敛一点都不受制约，而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完全不能

问责，倒不是说中国就不提供服务，中国提供服务与过去比还是有进步，而且还

在提高。但问题是这个服务是我想提供就提供，我不想提供就不提供的，这不是

责任，这是权力。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想推迟退休年龄，说推迟就推迟，西方说

推迟退休年龄，会引起什么抗议！法国讲推迟退休年龄，讲了几十年，老百姓就

是不让。而中国老百姓只要给他一口饭，就是皇恩浩荡，不给的话，饿死就饿死

吧，老百姓怎么能要求皇上承担责任呢，只有皇恩浩荡。这样的话，当然中国政

府的钱无穷大，G20 就充分显示出来中国政府能力的确是天下第一。 

因此我觉得中国要说自信也是有道理的，这个自信不在于说我们做得有多好，

而在于人家现在陷入困境，不像过去那样牛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没有人能讲得

清楚，就算我们做得很好，中国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市场经济，当然我

们也学了很多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不是最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也好，社会主义

也好，我们要讲社会主义那真的是太惨了，不要说发达国家，你说台湾和香港的

社会福利都比我们要好，台湾就不说了，他们本来就没有标榜自由市场。而香港

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甚至自由放任的程度超过了美国，所谓经济

自由度排在美国之前，香港的基尼系数，香港的低税收，香港老百姓对贫富分化

的容忍度也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既使是香港，现在有义务教育的问题吗？有医

疗问题吗？有养老问题吗？全民公费医疗人家实现多少年了？中国人以前跑到

香港是寻找淘金的机会，去寻找资本主义的机会，现在香港资本家没法“剥削”

香港工人，全都跑到大陆来“剥削”农民工了，而中国人还往香港跑，那都是

去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什么双非孕妇、过境小童，都是去追求人家的

福利去的，你还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中国现在搞到什么地步，退休本来就没有

全覆盖，已覆盖的年龄可以无限往后推，现在又说退休了的还要继续交社保。

这样下去，中国最后要搞到老死都不能退休，同时死人都还要交钱，那么这叫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释，就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讲的“中国方案”到

底指的是什么？这里我要讲，以前我们觉得“中国方案”好像不是那么太明显，

当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清“中国方案”和“苏联方案”到底有

什么本质的不同，后来我们向西方学了，又说不清楚我们的方案和西方的方案到

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讲什么政府有控制能力，那只不过是一个量的说法，质的

区别在哪里？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形成了好像跟他们都不同的一种现

象。我们这一套跟苏联，跟中国以前学过的“苏联模式”，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

区别，而且倒退回去似乎不大可能了。什么区别呢？第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苏

联模式”搞的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中国现在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市场经济，但

是市场的比重已经很大了。尽管这个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但是市场的主体已经



 

 

有了大量的民营企业，至少在就业上民营应该是主体，在资本存量上有人说不是，

但是就业主要靠民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点，以前我们学的苏联模式整天讲阶级斗争，现在我们不大讲了。过去

苏联模式用阶级斗争整人，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打成“阶级敌人”，现在我们就不整

人吗？还是整！只不过现在不用马列主义而用民族主义理由，不说你是“阶级敌

人”而说你是民族敌人，如所谓“汉奸”、“西奴”、“西方代理人”之类。那么

我们现在的方案真的是举世唯一的吗？ 

现在我们和“苏联模式”确实渐行渐远，但我们在世界范围看一下，我们和

当年德国二战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相比有多少距离？以前都讲现代世界的

两种极权主义，一种是纳粹式，一种是斯大林式，纳粹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区别

主要就是两个：第一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战前德国搞的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市场

经济，又称统制经济，虽然国家控制，但经济主体还是私有的，也就是说有民营

企业，有市场。至少就业主要是在民营部门，不像苏联都在国企。第二苏联强调

的是阶级专政，纳粹强调的是民族专政，苏联讲世界大同，先进阶级要镇压反

动阶级，德国不讲这个，德国讲的是德意志崛起，伟大民族要镇压劣等民族，

如果德意志族有人反对，那就是“犹太狗”、“民族败类”。那么用这两条参照

一下，我们以前在国内要搞镇压，理由是阶级斗争，说你是阶级敌人，现在搞

镇压，就说你是 “搞颠覆”。以前是计划经济、国有制，现在变成统制经济、

民营就业。如果这两条都变了，我们跟“苏联模式”倒是渐行渐远，跟西方也

没有走近，但我们跟国家社会主义，跟当年德国的纳粹模式又有什么本质的区

别呢？ 

现在这个世界有点像 30年代，30年代也是西方焦头烂额，面临着一大堆的

问题，而德国仿佛是欣欣向荣——请注意那时的德国正在“经济奇迹”之中，而不

是奇迹过去之后的“新常态”，那个时候德国人的自信比中国现在要强多了，它也

是能够解决西方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30 年代西方当时一片箫条，德国经济就

是一枝独秀，苏联的经济就增长而言似乎也是一枝独秀，但是百姓的生活可是糟

的一塌糊涂，真正一枝独秀就是德国，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至少比苏联要强。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我倒不是讲价值判断，说是好还是不好。最起码事实判断要讲清楚，要

讲独特性，那么独特性在哪里？现在理论界没有讲清楚“中国方案”到底是指什

么，你说这叫“贤能政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说他的政治是举贤任能的呢？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挑人就是专门挑恶人和傻子的吗？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

政治，都是说我要尽量挑好人和能人。无非就是好人能人谁说了算的区别。至于

讲所谓的两极和中间，似乎全世界都是或者只有国家或者只有市场，只有我们是

结合了二者，哪有这么回事呢？既不能纯市场，也不是纯国家，世界上不都这样

吗？ 

中国现在到底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这的确是需要讲清楚的。

而且讲得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是因为搞了这一套，使我们比别人要强。

还要讲得让大家听了觉得“信服”，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值得学的东西。假如

是我刚才讲的类似“国家社会主义”那种状态，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学了去不是？中



 

 

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是两回事，就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

也是两回事一样。当年中国学“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在全球扩张最甚的

时候，恰恰就是中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毛泽东甚至愿意和美国来联手对抗

苏联，就是因为“苏联模式”太强大了，中国觉得害怕。而苏联其实也害怕学了

斯大林那一套的中国。那么现在我们自以为有了一套，如果其他国家也学会了这

么一套东西，那还有中国的好日子过吗？中国向国外推广这个东西，对其他国家

好不好，这个另说，对中国本身好不好呢？民主的美国我们觉得是个威胁，那么

如果“中国方案”在美国崛起了，民主的美国变成了类似纳粹的美国，对我们的威

胁会更小吗？ 

所以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究竟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方案”，又想向世

界推荐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